
新 闻 眼 32022年9月15日 星期四
E-mail：rmzxbxwplb@163.com
编辑电话：（010）88146837

责编 /朱婷 校对 /宋炜 排版 /姚书雅

“中华文明探源·何以中国”之 发现篇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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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 文明探源·委员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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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 5000 年前后，华夏大
地上满天星斗般的文明之光向
黄河中游聚合。约从 4300 年前
开始，河汾之东，陶寺人夯土
建都。土城恢宏，人口密集，
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初
现王权和礼制，中国早期国家
基本面貌显现。

自 1978 年开始，考古学者
持续对地处黄河中游、晋南盆
地 的 山 西 省 襄 汾 县 陶 寺 遗 址
展 开 发 掘 与 研 究 。 自 2002 年
陶 寺 遗 址 被 纳 入 中 华 文 明 探
源工程以来，陆续发掘出早期
城址、宫殿区、仓储区、中期
小城内大墓及观象台基址。从
这座距今 4300—4000 年、规模
不断扩大的都邑遗址上，学者
们不断破解着“最早中国”的
文明密码，深化对中华文明起
源的认识。

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支点

1978年，位于山西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的
塔儿山西麓，考古工作者用手中的探铲和手铲，
翻开了厚重的黄土地，开启了一段事关中华文
明起源的重大考古发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华
文明探源研究项目“中原与海岱地区文明进程
研究”课题负责人何努担任陶寺考古队队长已
整20年。20年，于浩瀚五千年，不过转瞬之间，
但对一个学者而言，便是半生心血的倾注。

2001年9月，提前一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何
努第一次来到陶寺。那时的他没有想到，从此以
后自己的人生与这片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
起。转年，何努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考古队第三任考古队长，主要负责陶寺遗
址的考古发掘。

“一些出土器物，显示了陶寺在精神、文化
和技术上达到的罕见高度。”一贯谦和沉稳的考
古学家，每每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点滴便神
采飞扬，娓娓道来不知疲倦。在他的讲述中，一
个宏伟的史前城址穿越时空，缓缓向我们走来。

1958年，考古人在襄汾陶寺村进行调查
时，从大量散落于地面的灰陶片发现了这里可
能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20年的多
次复查探查求证，陶寺终于在1978年开启发
掘，这次发掘持续到1985年，以发现龙山文化
时期最大的墓地，一举轰动考古界。陶寺文化，
由此正式确立。

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一
扁壶残片，残片断茬涂朱，扁壶外壁上朱书两
字，早于甲骨文500余年。朱书文字将汉字的出
现至少推进至4000多年前，被视为探索中华文
明起源的重大突破。此外，最早的中国龙形象，
即见于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纹陶盘。

规模空前的城址、黄河中游地区最大的王
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中国最早的石磬、陶鼓、
鼍鼓礼乐器组合、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
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近年来，随着考
古发现不断丰富，学界对陶寺遗址及其所体现
的中华文明根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陶寺文化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

的时空关键点，我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将其
所在的文化区间视为“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
最重要的直根系”。他曾说，在中国文明起源的
历程中，作为帝尧陶唐氏文化遗存的陶寺文化，
构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丰碑，它是中国正式踏进
文明社会的界碑石。

“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
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已是实
证5000多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最早中国”

在至少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
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
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汉
字、成组成套的礼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
……在何努的讲述中，一个早期国家都城的盛
大气象跃然眼前。

“从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陶寺是‘最早中
国’。”何努说。

近些年来，随着中华文明起源考古探索的
逐步深入，“最早中国”之争成为持续火热的话
题。种种考古迹象足以表明，陶寺在4000多年
前就已经有了早期国家的形态，迈入了文明社
会，是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初级文明阶段的都邑
性城址。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
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

“中国古代的‘中国’概念，不是民族国家范
畴里的‘中国’，诞生于西周《何尊》铭文‘中国’
之前。”何努向记者解释，“中国”概念最初的诞
生应包括“中”和“国”这两个概念：“中”是地中
的概念，“国”则是国家社会形态及其国都。

2003年，何努和同事们发现了一座古观象
台，其位于陶寺古城遗址东南方向，有3个圈层
半圆形的夯土结构。第三圈内的11座夯土柱由
西向东呈扇状辐射排列。古人透过柱与柱之间
的缝隙观测正东方向塔儿山日出的半切或下
切，以此来确定当时的节令，为社会生产生活提
供最基本的服务。这与《尚书·尧典》中“观象授
时”的记载恰好相符。

按照考古专家和天文学家的初步结论，该
观象台建造于公元前21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
期，比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巨石阵天象崇拜

遗迹还要早近5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在
何努看来，在体现农本、民本的同时，观象台也是
王权科学软实力的一部分。

此外，陶寺都城遗址王族墓地出土的圭尺和
圭表，组成了世界最早的天文测量仪器圭表系统，
不仅可与陶寺观象台相辅相成地制定历法，更重
要的功能为通过测量夏至日晷影判定“地中”。陶
寺圭尺第11刻度长度为40厘米，合陶寺1.6尺，
是四千年前晋南地区的地中标准刻度。这个地中
刻度的存在，表明最初“中国”的概念的诞生——
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都有所变化，然而不变的基因是对地中、中土以及‘地
中之都’‘中土之国’的观念认同。因此，判断最早中国
的标准，应当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观念的出现。”

何努认为，以地中概念为核心的“中国”概念，
被夏商周三代继承与固化，并成为夏商周三代“统
一多民族”王朝国家的“国家认同”，标志着中华文
明多元一体的核心主干，在中原地区最终形成，瓜
瓞绵绵，不断发展迭代，以致今日之中国。

考古学上的国家概念判断的核心为都城，都
城应有城墙、宫殿区（宫城）、大型宗教礼制建筑
（天坛、观象台、地坛）、王陵区、工官管理手工作坊
区，同时还应该有政府掌控的大型仓储区（国库）
和普通居民区这些指标。“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
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
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他说。

“我们可以非常自信地认为，只有陶寺是有物
证来证明陶寺就是最早‘中国’。”何努说。

“开山之功，功不可没”

“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
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
社会更趋繁盛。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从事重
要石器工业和制陶生产，最初的文字被用于国家
管理，表现为官职的标志。”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
宫殿、扒城墙、挖祖坟……”

考古学的作用更像是开启关于人类过去的另
一幅历史画卷，它同历史文献是相互辉映的，同时
这幅画卷也更加丰富和立体。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
的人物对话。”在何努看来，这样的快乐很少有人
能够体会。

据先秦文献记载，当时的“天下”，是指四海之
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对此，人
们往往以为出处不清，不足采信。何努通过陶寺遗
址的圭表实验推测，推断该套地广数据是陶寺文
化以陶寺遗址为中表的四表之间的实测直线距
离。尧舜举全国之力，派出羲叔、羲仲、和叔、和仲
完成了这项天文大地测量，理想化的国家政治版
图正是由圭尺“中”来实现。

通过对时间与空间的精准管理来为王权与社
会政治服务，成为陶寺邦国政治与制度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陶寺邦国的时空政治文明核心基因
就是经天纬地，标志着中国文明中政治与制度文
明对时空管理的肇端，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
善。”何努表示。

“陶寺文化对中国文明主脉的贡献，在制度建
设层面上集成创新的贡献是巨大而深远的，更加
证明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主脉核心形成的起点，
其各项制度的集成创新是关键。”几十年来，通过
分析都城制度、宫室制度、礼制建筑制度、府库制
度、住宅的等级制、丧葬制度、礼乐制度、铜礼器制
度、天文历法垄断制度、度量衡制度、工官管理制
度，何努得出结论，那就是陶寺全方位地奠定了后
世中国历代王朝的制度建设基础，并形成了一些
中国文明当中制度文明传承的稳定基因。

“中华文明五千年，瓜瓞绵绵，其中制度文明
基因的继承与发展，至关重要，而陶寺文化制度文
明继承创新的开山之功，功不可没！”他说。

陶寺：中华文明开山之功
本报记者 王慧峰

地处黄河中游的山西，是一方文明的沃
土。黄河与太行护卫着左右，使之成为汇聚中
原、关中与北方草原地带多元文化的长廊和宝
地，而流经其中的汾河平原，则成为发育农业
和城市乃至国家文明的摇篮。为此，在近些年
开展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课题中，山西当
然成为世人瞩目之处，而陶寺遗址又是其中的
一位“骄子”。

去年9月，全国政协“不可移动文物的综
合保护与利用”调研组在刘奇葆副主席率领下
到了陶寺，我有幸作为其中的成员，在遗址现
场听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考古
队队长高江涛博士的介绍，也目睹了考古学家
们在此发现的 4500 年前左右的城垣、宫殿、
观象台以及墓区等重要遗迹。当时，站在遗址
上，想着脚下这块土地竟然埋藏着一座神秘的

“文明古都”或“尧都”，还被专家们誉为是
“最早中国”所在，不由得对发现和认识这一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史上拥有特殊地位的
遗存的考古学家们产生深深的敬佩。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城东北约7.5公
里处的古崇山（今俗称塔儿山）西麓。在新中
国成立不久的50年代初，已被山西省文物工
作委员会发现，并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后
又经过三次复查，但是那时的人们还没想到它

究竟包含着哪些重要信息。据最早主持陶寺遗址
考古发掘的高炜先生回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1977年后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1959年
就成立了山西工作队，首任队长张彦煌先生带领
一批考古人用三四年工夫在晋南从风陵渡到临汾
约800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调查到300多处遗址。
1973年，山西队向苏秉琦先生讨教，如何在这
300多处遗址中确定课题，又从何入手？苏先生
提出以“探索夏文化”为课题，从寻找到“有都
邑性的大遗址”入手。在苏先生的启发下，张彦
煌、徐殿魁、高炜、叶学明等一批考古学家从
306处遗址中选出26处进行复查，在此基础上又
提出今后在晋南工作的四个首选目标，其中第一
个就是陶寺遗址，可见当时这批考古学家们拥有
多么深邃的学术眼光。

转瞬间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年，中
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与临汾行署文化
局共同组成了陶寺遗址考古队，由高炜先生任队
长，高天麟、张岱海、解希恭等成为重要成员，

但是当时主张发掘陶寺遗址的决策者却是考古研
究所所长夏鼐先生。

苏秉琦先生和夏鼐先生都是对中华文明起源
有着特别研究和贡献的著名考古学家。苏先生写
过《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夏先生写过《中国文
明的起源》，都是享誉中外的名著。陶寺遗址考
古后来能有惊人的发现，离不开这两位考古大师
的最初点拨指导。如果再让我们把目光回望一
下，其实早在1925年 3月，有“中国考古学之
父”称誉的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代表中国人在
中国土地上开展的第一次考古发掘，选择的就是
为探索“夏文明”而开展工作的山西夏县西阴村
遗址。确实，在陶寺遗址发掘之后的研究中，仍
有诸多先生认为：陶寺可能就是历史文献记载中
的“夏墟”，是中国夏文明的开启之地！

1978年到1983年，陶寺遗址第一次考古发
掘是在高炜先生主持下展开的。这次发掘的主要
成果是“确立了陶寺文化”，其年代大约在公元
前2600年—前2000年或公元前2500年到前1900

年间，又“理出晋南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
文化发展为陶寺文化的脉络”，关键是获得了一
批极其重要的材料，“遇到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
的，甚至想都想不到的一些现象”。

在2000年左右，梁星彭先生在陶寺遗址发
现了夯土基址和城墙，确认陶寺是龙山时代规模
最大的城址，使陶寺考古在此获得重大突破。同
时还新发现一处墓地，墓中出土铜齿轮形器、玉
瑗、玉璇玑等礼乐重器，从而认识到陶寺可能是
4000多年前的一处重要都邑性城址。

陶寺考古中更重要的一个时期始于 2002
年。从这年起，考古学家主动按照“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预研究”之“聚落反映社会结构”课题探
索陶寺中期城址内布局的要求，采用聚落考古、科
技考古、环境考古、天文考古等多种方法，相继发
现陶寺早期城址、围在中期城垣内的独立贵族墓
地、更丰富的玉器和漆木器随葬品、宫殿建筑遗
存；尤其是中期小城祭祀区内出现的形状奇特、结
构复杂、气势宏伟，可能集观测与祭祀功能于一体

的大型建筑遗迹等。主持这一时期考古工作的何
努先生等依据这些新的发现，认为陶寺文化兴起
时就直接伴随着城址的出现，这意味着陶寺文化
从诞生之时就打上了“都邑文化”的烙印。

2010年，陶寺考古及其文明探源的“接力棒”
交到了年轻的考古学家高江涛博士的手上。他在
前辈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思路，寻求更新突
破，结果发现了手工业区的大型“官署”建筑和一
座近13万平方米的宫城遗迹，这一重大发现向人
们展现了陶寺古城复杂的空间结构和中国最古老
的都邑宫城建筑形态及其布局。该发现也因其特
殊价值而入选2017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2021年9月，我们一批全国政协委员也见证
了陶寺文明探源考古的历史。站在陶寺遗址上，听
着高江涛博士娓娓道来，那确实是一种 “站在巨
人肩膀上”的自信和深情，因为“几代人”的努
力，他们发现了“最初的中国，华夏的主脉”。

那天，在离开陶寺遗址的时候，我又回看着
渐渐远去的考古现场，那里似乎闪现着李济、夏
鼐、苏秉琦、张彦煌、高炜、何努、高江涛等一
位又一位考古学家辛勤的身影，没有他们的相继
付出，“陶寺文明”之谜不知道还要到何时才能
解开！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文化与自
然遗产研究所所长）

向那些发现“陶寺”的考古学家们致敬
贺云翱

考古人员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宫城区考古发掘作业考古人员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宫城区考古发掘作业。。 黄河新闻网临汾频道黄河新闻网临汾频道 李现俊李现俊 摄摄

在距今4300年前，一座巨大
的城伫立于塔儿山西麓，如今，已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它就是帝尧
和帝舜的都城所在。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不仅诠释了“最早中国”的概念，
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一条比较完整的
证据链，证明陶寺为文献记载中的
尧舜之都，使“尧舜禹”走出传说
时代，正成为信史。

记者：历史上曾经有很长一段
时间，国内外学界都认为尧舜禹是
一个传说时代。

何努：是的。在夏商周之前，我
们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号称“传说时
代”，也就是包括尧舜禹时代在内的
五帝时代。这个时代到底是不是一
段中国信史，大家一直在探讨。

如果要探索尧舜禹是否存在，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突破点，就是他
们的都城在哪里？经过四十余年陶
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我们已初
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文
献—人类学证据链绳，指向陶寺都
城遗址为尧舜之都。

记者：这个证据链绳是如何一
步步完整扎实的？

何努：关于尧都，我们文献上
记载是有的，但有多种说法，其中
有几种说法得到的认可较多，当中
一个就是《水经注》提到尧都平阳。
对于平阳在哪儿，大家的认识是比
较一致的，就是现在山西临汾一带。
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说法，比如山东
定陶、河北唐县也有尧都之说，豫东
南地区、晋南的芮城地区还有舜都之说，等等。但仅从文献
角度来确定尧舜都城到底在何处，很难定论。

因此，我们首先进行人类学的考古探索，也就是先探
索一处遗址它是不是一个都城。在确定了它是都城之后，
也就是回答了人类学的考古问题之后，就要回答下一个问
题，也就是进入历史学话语体系里考古的范畴了。

关于陶寺是尧都早有学者提出这个观点，但缺乏系
统过硬的论证。我们要把这些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和相
关的文献记载形成一套证据链，同时结合当地的人类学
材料，包括当地民俗、传说、方言、地方志、地名、家
谱等等，这三股证据链拧成一股绳，指向同一个趋向，最
终得出结论。

记者：已有越来越多的考古材料证明陶寺最有可能就
是帝尧都城所在。人们自然会接着问“舜都在哪儿”？

何努：陶寺作为尧都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但是陶寺
不只有早期，它的中期则成为更大的都城。如果陶寺早期
是尧都，那么中期是谁的都城？有文献记载说“尧舜并都
之”。《尚书序》孔颖达提到舜的诞生和虹有关，虹在甲骨
文中被描绘成双头龙或者蛇，而我们在陶寺遗址中期
IIM22出土的双头龙玉佩，恰好与之对应。

而《说文》曰：“舜，艸也……蔓地连华。象形。”我
们在陶寺中期贵族墓出土的双耳罐上，就发现了漫地勾连
花纹，不妨推测这种纹样是舜王族的标志。

文献记录舜统治时期有井、仓廪、牛羊与宫室等，而
这些在陶寺遗址中都有考古发现。综合考古发现以及文献
记载，我们认为，陶寺很可能是传说中的尧舜之都。

记者：中国考古学已走过百年历程，您从事考古事业
40多年，主持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也整整 20年。一定有
很多心得感悟分享。

何努：一百年来，我们的国家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也因为有了考古
而全然不同。一百年前，史书中中国历史的开端是三皇五
帝、尧舜禹汤，而经过考古人的发掘与研究，我们在地层
中逐步找到了中华文明最初的模样，找到了五千年文明史
的实证，而这，也就是寻找古老中国的意义所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
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
成共识”。

中国的考古学界最终无法逃避回答传统文献中所说的
“三皇五帝”文化、社会、历史是否曾经真实存在过。假
如“三皇五帝”确实是秦汉人虚构的，考古学如何来证
伪？假如“三皇五帝”是真实存在的客观历史，那么考古
学又如何来证实？这都需要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层面上专
门的探索与思考。

新时代，我们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
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只有在对历史的深入
思考中汲取治理智慧，我们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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